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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脱秦政:走向共和的内在理由

唐 文 明

摘　要:晚清士人对共和制的接受有着极其重要的内在理由,即基于传统思想中理想的政教典范而

对秦以来君主制政治的批判.大同、小康与无君这三种传统政教理想,虽然旨趣各异,但在后世的继承者

那里都被用来反对秦政,因而在晚清都能发挥批判现实政治的力量.尤其是经过宋儒特意阐发的大同、小
康理想,在中国走向共和的现代历程中影响巨大,但随着历史进化论的强势流行,宋儒在阐发大同、小康理

想时提出的以道观史的历史哲学和弘教行道的实践主张,都被彻底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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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后来的视角看,晚清中国所遭遇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政治上的表现即是从君主制转变

为共和制.晚清士人对共和制的接受有着极其重要的内在理由,即基于传统思想中某种理想的政教

典范对秦以来君主制政治的批判① .对秦政的批判关系到对整个中国历史的评价与刻画,背后包含

着一个影响极大、牵涉极广的历史哲学问题,对于我们理解中国现代思想的基本走向至关重要.

一

传统思想中理想的政教典范共有三种不同类型,全部来自古代经典中的圣王叙事.既然对秦政的

批判是一致的,无论基于何种理想的政教典范,那么,当批判在某个特定的语境中展开时,批判都会导致

对变革的吁求,但对于变革的方向与归宿,则会因为所依据的政教典范的不同而呈现出很大的不同.
三种不同类型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基于三代理想而批判秦政.更具体地说,这种来自儒门的历史哲

学认为三代是一个值得欲求且切实可行的政教典范,三代以下的根本问题在于以天下为君主一己一家

之私产、以“尊君卑臣”为特征的秦政.这种批判的现实相关性在于,既然秦政在后来的历史中并未有过

根本性的改变,所谓“百代皆行秦政制”,那么,摆脱秦政就为当下的变革提供了正当的理由.
从现有文献中我们很容易看到,早期君主立宪派在提出他们的主张时往往诉诸三代与秦制的对

比.如王韬在发表于１８７４年的«变法»一文中说:“上古之天下一变而为中古.中古之天下一变而为

三代.自祖龙崛起,兼并宇内,废封建而为郡县,焚书坑儒,三代之礼乐典章制度,荡焉泯焉,无一存

焉.三代之天下至此而又一变.”② 言下之意,周秦之变所建立起来的政治制度延续至今,是当下中国

所存在的问题的根源,从而构成变法的一个内在理由.又如宋育仁在为陈炽１８９３年出版的«庸书»
所写的序中说:“中国数千年之基,开务于尧舜,集成于孔子,先王之政,备于孔子之书,为万世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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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理由与原因在对历史事件的解释上的不同,简而言之,原因属于对历史事件的因果性解释,理由则属于对历史事件的

意向性解释.对这两种解释模式的差异的对比,可参见[芬兰]冯赖特:«解释与理解»,张留华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

②　王韬著,李天纲编校:«弢园文新编»,上海:中西书局,２０１２年,第１４页.



秦废先王之道,愚黔首以便法吏.汉虽稍复经术,而政规已定,博士依违,莫敢正驳,六经治世之大

律,迁流为文词帖括,无所用.习其书而亡其意,学术益卤莽灭裂.及其从政,舍经术而学于吏胥,在
上者察其果所无能,则弃士流而专用市侩.”①这里不仅将“秦废先王之道”作为理解中国历史变革的

一大关节,而且明确指出汉代虽然“稍复经术”,并未有根本性的改变,也同样是言远而指近,意在直

面当下的处境而鼓吹变法.
在三代与秦政的对比中来刻画中国历史,这个看法其来有自,在有清一代,代表性的论述首推作

为明遗民的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黄宗羲这样论断他所说的“古今之变”:“夫古今之变,至秦

而一尽,至元而又一尽.经此二尽之后,古圣王之所恻隐爱人而经营者荡然无具,苟非为之远思深

览,一一通变,以复井田、封建、学校、卒乘之旧,虽小小更革,生民之戚戚终无已时也.”②在黄宗羲看

来,与“恻隐爱人而经营”天下的古圣王相比,秦以来的君主则是以天下为一己一家之私产,这是理解

中国历史的大关节.这里的要点不仅在于以三代为理想的政教典范,而且在于否认秦以后的任何时

代在根本品质上能与三代相媲美,还进一步认为至元代更有每况愈下的趋势,因而是个具有很强的

现实批判性的观点,或如萧公权所说:“梨洲深察三代以下乱多治少之故,认定君职不明,天下为私,
乃其最后之症结.秦汉以来制度之坏,其病源亦在于此.”③

就更远的思想渊源而言,黄宗羲的看法来自宋儒.宋儒普遍有回复三代的主张,以三代为切实

可行又卓然可观的政教理想,认为秦以后的时代———包括汉、唐在内———在根本性质上不能与三代

相提并论,以至于魏源曾基于他的敏锐观察说,“宋儒专言三代”④.宋儒何以专言三代? 这是一个值

得玩味的问题,必得关联于理学的兴起才能获得恰当、充分的理解.
如我们所知,三代作为政教典范确立于孔子.在秦以后的中国历史,三代理想的再次提倡往往

出现于朝廷尊崇儒术的时代.在宋代以前,最典型的例子可能是在汉武帝时,钱穆曾就此概括说:
“汉廷学者,至武帝时,几无不高谈唐虞三代,而深斥亡秦者.”⑤宋代亦标榜“以儒治国”,以至于有“皇
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之说,因而三代作为政教理想再次被大力提倡.

在理学的思想脉络中,回复三代的倡议确立于程颢.程颢曾说:“三代之治,顺理者也.两汉以下,
皆把持天下者也.”⑥这就把汉以后的历史与三代截然划分开了.他又说:“必有«关雎»、«麟趾»之意,然
后可以行«周官»之法度.”⑦这其实是申说«大学»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教次序,为回复三代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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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育仁:«庸书»序,见«陈炽集»,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７年,第２页.陈炽在«庸书»正文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自黄帝以

来,重贤累圣,文章功业震古烁今.至于秦而天下之祸亟矣.先王之典章制度,经春秋战国之乱而大半凌夷,及秦政并兼,鞅、斯变

法,焚书坑儒以愚黔首,乃一切澌灭净尽而百无一存.天恻然闵之,于其间生一孔子,宪章祖述,删诗书,定礼乐,表纲常名教之大,以
维天道,正人心.然名物象数之繁,器也,而道亦寓焉.”(第７页)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法»,见«黄宗羲全集»第１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７页.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中),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５５４页.
魏源基于对历史情势的考量指出三代的制度不可复,比三代更早的上古之风亦不可复:“庄生喜言上古,上古之风必不可

复,徒使晋人糠秕礼法而祸世教;宋儒专言三代,三代井田、封建、选举必不可复,徒使功利之徒以迂阔病儒术.君子之为治也,无三

代以上之心则必俗,不知三代以下之情势则必迂.”见«魏源集»,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６年,第４９页.另外,余英时亦以“回向三代”刻
画“宋代政治文化的开端”,参见氏著«朱熹的历史世界»(上),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０４年,第１８４页以下.

钱穆:«秦汉史»,北京:九州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第７３页.钱穆并不认为汉武帝所为是真的回复三代,因此他特意申明说:“而
汉武顾自以为唐虞三代,不知其仍为亡秦之续也.”考虑到钱穆反对把秦以后的君主制定性为专制,他的立论分寸仍值得认真对待.
简而言之,钱穆的历史理解仍然深受黄宗羲的影响,即重视宰相对于君主的制衡.此义亦为晚清一些士人说绍述,如汤寿潜的«危
言»中有«尊相»一篇,即发挥黄宗羲对宰相制度的高度肯定.汤寿潜主张宰相应当从官员中选举产生,而不应像原来那样直接由君

主任命.对此,熊月之总结说:“汤寿潜心目中的宰相,既有很大权力,又经选举产生,实际上已和代议制度下的内阁首相相差无几.”
见熊月之:«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修订本),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１９７页.

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４年,第１２７页.
载«近思录»卷八“治体”第２１条.张伯行集解曰:“德化为治之本,法度为治之具,二者交致,则治业盛,然必先有其意而后

可以行其法,否则内多欲而外施仁义,未见其能行也.朱子亦曰:‘须是自闺门衽席之微,积累到熏蒸洋溢,然后可行以周官之法度.’
说与此合.”见张京华辑校:«近思录集释»(下),长沙:岳麓书社,２０１０年,第６８０ ６８１页.



出了一条切实可行的途径.可以看到,以程朱一脉理学家为代表的宋儒提出回复三代的倡议,包含两

个步骤:首先是基于由圣王叙事而形成的对圣人之道的理解来评判秦以后的历史,即以圣人之道观史;
其次是凭藉以成圣成贤之工夫为主要内容的圣人之教提出回复三代的倡议,即弘圣人之教以行道.

既然三代理想构成批判秦政的基础,而这一点也早已是儒门共识,那么,对于生在宋代的儒者来

说,以道观史的关键就落在如何评价汉、唐的问题上.在朱熹与陈亮关于汉、唐的争论中,我们可以

更为清楚地看到程朱一脉理学家以道观史的要点与识度.朱熹继承二程的思想,认为汉、唐纯是功

利,无道德可言,因而绝不能在道之流行的高度上肯定汉、唐,于是他说:“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

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①若要继续追溯,汉、唐的功利性质其历史根源仍在于秦政,如他

曾论及后世为何不肯变更秦法时说:“秦之法,尽是尊君卑臣之事,所以后世不肯变.且如三皇称皇,
五帝称帝,三王称王,秦则兼皇帝之号,只此一事,后世如何肯变!”②所以我们看到,朱熹论断汉、唐只

说是“架漏牵补,过了时日”,除此之外再不肯有更高的评价.
前文已经说到,回复三代的倡议往往出现于朝廷尊崇儒术的时代,但是,仅从宋廷重视儒术这一

点并不能充分解释程朱一脉理学家何以郑重其事地将三代作为一个切实可行的政教理想.朱熹曾

说:“国初人便已崇礼义,尊经术,欲复二帝三代,已自胜如唐人,但说未透在.直至二程出,此理才说

得透.”③这里值得深究的问题是,在朱熹看来,回复三代的政教理想中包含着一个什么样的、直至二

程才说透了的“理”呢? 换言之,理学家凭什么觉得他们能够回复三代? 他们敢于提出回复三代的倡

议,其根本信心来自哪里呢?
在«明道先生墓表»中,程颐说:“周公殁,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无善治,士犹得

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诸人,以传诸后;无真儒,天下贸贸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灭矣.先生生千

四百年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志将斯道觉斯民.”这里包含的独特看法就是很多人自以为熟悉但其

实并未深究的理学家的道统观念:尧舜以来的圣人之道至周而亡,孔子在“道不行”的处境中开出了

圣人之教、圣人之学而为孟子所接续,之后中断既久,直至千载以后又为程颢等人所接续.那么,程
颢等人如何接续孔、孟所传圣教、圣学呢? 答案当然是理学的发明.

理学的发明其实是理学家敢于提出回复三代的根本信心所在,这里的思想关联可简述如下.首

先,理学家依据经典,对于三代如何可复提出了一个全面、清晰的理解:三代作为政教理想,其实现端

赖于圣王的功德;圣王成就功德的途径是通过行仁政以养民、教民,圣王为教养民众而创设的核心制

度以井田、封建与学校为最要;仁政必本于仁心,故而美德的培养———不仅包括君主的美德,也包括

士大夫官僚和普通民众的美德———是行仁政的紧要处④.其次,理学家以挺立教统、学统来定位孔子

的意义,认为孔子开创的圣教、圣学为回复三代提供了一条切实可行的途径,并由此发展出一个衡量

历史的价值标准,形成一个历史叙事的基本框架:既然圣贤对于三代理想的实现不可或缺,那么,对
于后世来说,想要再次回复三代,就必须有成圣成贤之教法、学法作为依凭;孔子正是提供了成圣成

贤之教法、学法而为孟子所继承、发扬,但孟子以后很长时间以来无人能够继承、发扬孔、孟成圣成贤

之教法、学法,因而这些时代在根本上无法与三代相提并论,即使像汉、唐那样以功效观之多有可观

之处亦不例外.最后,理学家正是以孔、孟成圣成贤之教法、学法定位理学的发明并指出理学之于回

复三代理想的重要意义:直至二程才真正将孔、孟以成德为主旨的圣教、圣学发明、开显出来,此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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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答陈同甫»,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２１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２０１０
年,第１５８３页.

朱熹:«朱子语类»卷一三四,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１８册,第４１８９页.
朱熹:«朱子语类»卷一二九,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１８册,第４０２０页.
这个理解可从多部经典中找到根据,但很显然,«孟子»中的“仁政”思想与«大学»中“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

本”的思想可能是最直接、最明白的.此外,关于圣王的制礼作乐,从功能来说在于寓教于政,从过程来说则在治功之后,如«乐记»所
谓“王者功成作乐,治定制礼”.井田、封建、学校、礼乐等多种仁政制度,共同构成所谓“三代之法”.



教、圣学由隐至显的发明为三代理想的回复显示出一条切实可行的途径①.
概而言之,正是理学的发明使得理学家觉得把柄在手,颇为乐观地提出回复三代的政教理想.

这是理解理学家弘教行道之思想路线的要点所在.理学家赋予理学的这种独特的政教意义是“宋儒

专言三代”的思想实质.从弘教行道的行动路线来说,可分别出致君行道的上行路线与觉民行道的

下行路线,而以士子学人师徒间相传授、相修习此圣教、圣学为践行之本②.
晚清西风袭来之际,士人仍在三代与秦政的对比中刻画中国历史,表明源自宋儒回复三代主张

背后的历史观念在士人的精神世界里仍发挥着重要作用.换言之,即使弘教行道的政教路线并非清

儒经世致用的共同取向,以道观史仍是他们看待中国历史的共同方式.不过,晚清那些较早对西方

政治和社会思想有一定了解的士人在使用三代观念时因着他们对西方的了解而呈现出一些鲜明的

特点,明显是中西思想碰撞的结果.
王韬依“政令有所不同”而把西方国家分为三类:君主之国、民主之国与君民共主之国,在具体叙

述时也是一依三者统治方式的差别,但在比较三者优劣时则明确援引了三代观念:“君为主,则必尧、
舜之君在上,而后可久安长治;民为主,则法制多纷更,心志难专一,究其极,不无流弊.惟君民共治,
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亦得以下逮.都俞吁咈,犹有中国三代以上之遗意焉.”③在他看来,既
然君主制要求太高,民主制易生流弊,那么,君民共主制就是现实中最值得欲求的优良政体.对于他

最为属意的君民共主制,也就是君主立宪制,他即以三代相比拟.反过来说,对西方君主立宪制的描

述也构成了他对三代的新理解,而这个新理解又成为他批判秦政的思想基础:

　　三代以上,君与民近而世治;三代以下,君与民日远而治道遂不古若.至于尊君卑臣,则自

秦制始.于是堂廉高深,舆情隔阂,民之视君如仰天然,九阍之远,谁得而叩之! 虽疾痛惨怛,不

得而知也;虽哀号呼吁,不得而闻也.灾歉频仍,赈施诏下,或蠲免租税,或拨币抚恤,官府徒视

为惧文,吏胥又从而侵蚀,其得以实惠均沾者,十不逮一.天高听远,果孰得而告之? 即使一二

台谏风闻言事,而各省督抚或徇情袒庇,回护模棱,卒至含糊了事而已.君既端拱于朝,尊无二

上,而趋承之百执事出而莅民,亦无不尊,辄自以为朝廷之命官,尔曹当奉令承教,一或不遵,即

可置之死地,尔其奈我何? 惟知耗民财,殚民力,敲膏吸髓,无所不至,囊橐既饱,飞而扬去;其能

实心为民者无有也.夫设官本以治民,今则徒以殃民.不知立官以卫民,徒知剥民以奉官.④

像王韬这样将西方的君主立宪政治与三代相比拟,在甲午之前仍深深浸淫于儒教精神世界、对西方

政治制度和运作又有一定了解和较高肯定的士人,是比较多的⑤.但我们也不应当将这种比拟作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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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朱熹是理学家道统观的最后确立者,这里就是站在朱熹的位置上来叙述.
此处笔者修正了余英时的一个说法.从“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这个典型的表述来看,显然对于余英时所说的上行路

线,“致君行道”是比“得君行道”更为恰当的一个的概括.
王韬著,李天纲编校:«弢园文新编»,第２３ ２４页.
王韬著,李天纲编校:«弢园文新编»,第２４页.他对西方君主立宪制的描述自然是在与君主制和民主制的对比中展开的:

“一人主治于上,而百执事万姓奔走于下,令出而必行,言出而莫违,此君主也.国家有事,下之议院,众以为可行则行,不可则止,统
领但总其大成而已,此民主也.朝廷有兵刑礼乐赏罚诸大政,必集众于上、下议院.君可而民否,不能行.民可而君否,亦不能行.
必君民意见相同,而后可颁之于远近,此君民共主也.”

可以加入这个名单的士人还有很多,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在当时或后世影响较大的还可举徐继畬、郑观应、汤寿潜为例.
徐继畬在１８４４年出版的«瀛寰考略»中赞扬华盛顿(译为“兀兴腾”)“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

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虽然美国并非君主立宪制,但徐继畬显然仍视华盛顿为君主,因而特别着意于他不以国为己之私产.引文

见«瀛寰考略»卷下,台北:台湾文海出版社手稿影印本,第２１０页.郑观应在１８７５年基本成书的«易言论议政»中认为泰西上、下
议院之设“颇与三代法度相符”,于是提出“所冀中国上效三代之遗风,下仿泰西之良法”的倡议.引文见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第１０３页.汤寿潜在１８９０年写成的«危言»中引用了徐继畬对华盛顿及美国宪政制度的赞扬,并就

迹论心,比拟于尧舜三代,并发挥黄宗羲的观点,认为三代以后,“君日尊臣日卑”,且此趋势莫甚于明清,已开后来梁启超«中国专制

制度进化史论»之先声.参见熊月之:«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修订本),第１９５页以下.另外,像郭嵩焘、冯桂芬等人的著作中也都

提及三代以比拟他们所了解到的西方政治.关于晚清三代观的变迁,最近的一篇文章是刘明:«西学东渐与晚清“三代观”的变迁»,
«武汉大学学报»２０１７年第４期.



分夸大的理解,仿佛说到底这些处于变革前夜的士人因不懂中西之异而流于比附.其实他们在西方

政治制度和运作中发现的“三代遗意”,主要在君民一体这一要点上.关联于前面说过的“宋儒专言

三代”的主张,我们可以通过补充勾勒出一个更为清晰的思想脉络:既然三代理想实现的关键在于君

民一体,而秦以后的“尊君卑臣”使得君民隔绝,无法达到君民一体,既然在君主的贪欲面前,即使有

理学成圣成贤之教也不能奏效,无法单纯通过德行修养实现三代理想,既然来自西方的宪政制度及

其实际运作能够达到君民一体,能够从根本上解决秦以来愈演愈烈的“尊君卑臣”的问题,那么,没有

理由不将宪政制度引入中国的政治.更进一步,如果说这个刻画特别强调了西方优良政治中宪法的

意义,那么,还必须指出,宪政背后的基本理念正是后来以不可阻挡之势流布于中土的民权观念.这

也意味着,如果在君主立宪体制下民权得不到真正的伸张,也就是说,君民一体无法达到,那么,就必

须通过民主革命以求得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同一①.这就是酝酿于晚清时期的新的政治思想脉络,
作为摆脱秦政的应对方案而被逐渐提出并付诸行动②.

二

甲午以来,变革之声更显急迫,三代与秦政的鲜明对比在当时的语境里发挥了更大的批判作用.
如严复在１８９５年的«辟韩»一文中批评韩愈«原道»中以君为出令者而“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
货财以事其上,则诛”时即诉诸三代与秦制的对比:“嗟乎! 君民相资之事,固如是焉已哉? 夫苟如是

而已,则桀、纣、秦政之治,初何以异于尧舜三王?”③在戊戌变法中非常活跃的梁启超、谭嗣同等人,也
一样自如地使用三代与秦政的对比来刻画中国历史.如梁启超在作于１８９７年的«西政丛书叙»中
说:“中国三代尚已,秦汉以后,取天下于马上,制一切之法,草一切律则,咸为王者一身之私计,而不

复知有民事.其君臣又无深心远略,思革前代之弊,成新王之规,徒因陋就简,委靡废弛,其上焉者,
补苴罅漏,涂饰耳目,故千疮百孔,代甚一代,二千年来之中国,虽谓之无政焉可已.”④而谭嗣同在«仁
学»中则有“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的著名断言,为后人所熟知⑤.主张革命的孙中山也以

对秦政的批判针砭时弊,如在发表于１９０１年的«支那保全分割合论»一文中,他说:“支那国制,自秦

政灭六国,废封建而为郡县,焚书坑儒,务愚黔首,以行专制.历代因之,视国家为一人之产业,制度

立法,多在防范人民,以保全此私产;而民生庶务,与一姓之存亡无关者,政府置而不问,人民亦从无

监督政府之措施者.故国自为国,民自为民,国政庶事,俨分两途,大有风马牛不相及之别.”⑥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这里看到的仍是在三代与秦政的对比中刻画中国历史,但其实看法已经发

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从以上引文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严复批判秦政时仍诉诸三代与尧舜这些儒

教经典中的思想观念,但其实在他心中,六经的地位业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动摇:“苟求自强,则六经且

有不可用者,况夫秦以来之法制! 如彼韩子,徒见秦以来之为君.秦以来之为君,正所谓大盗窃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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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熊月之说:“将西方民主制度与中国三代故事相比附,这在近代也具有普遍性,前起魏源,下迄康有为,都是这么说的.”可
见,对于这些主张变法的士人以三代比拟西方现代政治,他是从民主而非宪政的侧重点来理解的.引文见熊月之:«中国近代民主思

想史»(修订本),第１５８页.
如果考虑到对于宪法和民权的重视非但不应排斥、更当高度评价美德修养传统之于政治的意义的话,那么,这个方案的要

点就应当在重法、重民的基础上再加上重德.
王栻主编:«严复集»第１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第３３页.在«法意»的按语中,严复也多处基于民权观念对秦以来的

中国政治展开了批判,如他写道:“中国自秦以来,无所谓天下也,无所谓国也,皆家而已.一姓之兴,则亿兆为之臣妾.其兴也,此一

家之兴也:其亡也,此一家之亡也.天子之一身,兼宪法、国家、王者三大物,其家亡,则一切与之俱亡,而民人特奴婢之易主者耳,乌
有所谓长存者乎!”见王栻主编:«严复集»第４册,第９４８ ９４９页.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二,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９年,第６２ ６３页.
谭嗣同:«仁学»二十九,见«谭嗣同全集»,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第３３７页.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一卷,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第２２０页.该文注

明发表时间为１９０３年９月２１日,狭间直树已经考证出该文最早于１９０１年末发表于日本«东邦协会会报»第８２期,参见[日]狭间直

树:«关于孙文的“支那保全分割合论”»,任骏译,«民国档案»２００１年第４期.



耳.国谁窃? 转相窃之于民而已.既已窃之矣,又惴惴然恐其主之或觉而复之也,于是其法与令蝟

毛而起,质而论之,其什八九皆所以坏民之才、散民之力、漓民之德者也.斯民也,固斯天下之真主

也,必弱而愚之,使其常不觉,常不足以有为,而后吾可以长保所窃而永世.”①严复以富强为自由民主

之效,因此他实际上是以自由民主来衡定六经是否可用.作为康有为的高徒,梁启超以“尚已”刻画

三代,其实表明三代已经不是他心目中的政教理想了,其背后的历史观念可想而知.谭嗣同也因深

受康有为的影响而将孔子以后的中国历史断为“总总皆小康之世”,与原来经典中的观念已相去甚

远.至于孙中山,在１８９７年即申明“以人群自治为政治之极则”,故以“能得共和之神髓而行之”描摹

三代,表明他在政治主张以及相关的历史观念上其实来自西方②.
历史进化论的引入是理解这种根本性转变的关键所在.康有为与严复都明确基于历史进化论

而提出他们的政治主张.康有为基于历史进化论改写了«公羊»学的“三世”说和«礼运»的“大同”、
“小康”说,在这个新的思想方向上处于起点的位置,以至于梁启超说:“中国数千年学术之大体,大抵

皆取保守主义,以为文明世界在于古时,日趋而日下.先生独发明«春秋»三世之义,以为文明世界在

于他日,日进而日盛.盖中国自创意言进化学者,以此为嚆矢焉.”③严复也服膺历史进化论,而以自

由民主为历史的归宿,他所翻译的«天演论»对于当时和后来的思想界影响巨大,这也是我们耳熟能

详的.在康有为和严复的思想中,尽管具体观点多有不同,但都有一种基于进化论而提出的历史目

的论作为他们政治主张的思想基础.
在中西政治思想之间进行格义的诠释结构因历史进化论的引入而彻底改变,即从原来的以中格

西翻转为以西格中.诠释结构中的中西易位使得原来以三代为政教典范的历史观念完全被颠覆,于
是原来的三代观念实际上也被连根拔起了.就康有为来说,他声称儒教经典中的三代叙述,其实是

孔子托古改制的结果:“夫三代文教之盛,实由孔子推托之故.”④这就意味着,在他看来,三代不再是

历史的真实,也无所谓是不是历史的真实,且孔子托古改制的微言大义并不以三代为政教理想之极

致.这些在保守士人看来离经叛道的思想自然与康有为所服膺的进化史观有很大干系.严复也正

是基于进化史观对儒教经典中关于三代与尧舜的叙事提出了明确的质疑,乃至直接斥之为迷信:“夫
已进之化之难与为狉獉,犹未辟之种之难与跂文明也.以春秋战国人心风俗之程度而推之,向所谓

三代,向所谓唐虞,只儒者百家其意界中之制造物而已,又乌足以为事实乎? 思囿乎其所已习,而心

常冀乎其所不可期.此不谓之吾国宗教之迷信,殆不可已!”⑤深受康有为和严复影响的梁启超１９０１
年在«清议报»发表«尧舜为中国中央君权滥觞考»、１９０２ １９０４年在«新民丛报»发表«中国专制政治

进化史论»等文,对于中国政治制度史明确基于进化史观重立新论而抛弃了经典旧说⑥.
在这种根本性转变发生的过程中,来自古代经典中圣王叙事的另外两种政教理想被挪用来为基

于进化论而提出的新的历史目的论背书,三代则因理想性不够而遭到贬黜乃至废弃.首先是敷陈于

«礼运»开篇的大同理想,在晚清被很多人挪用来刻画世界历史的最后归宿.前面已经说明,即使像

宋代理学家那样觉得把柄在手,有弘教行道的高度自信,也不过是以三代为卓然可观的政教理想,从
不敢蔑弃小康而轻言大同.但是,在古今转换的端口,因着西风的东来,尧舜之大同遽然取代了三代

之小康,一跃而成为未来理想社会的代名词了.对于«礼运»开篇的大同叙事在晚清的影响,熊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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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栻主编:«严复集»第１册,第３５ ３６页.
在与宫崎寅藏、平山周的谈话中,孙中山说:“余以人群自治为政治之极则,故于政治之精神,执共和主义.人或云共和

政体不适支那之野蛮国,此不谅情势之言耳.共和者,我国治世之神髓,先哲之遗业也.我国民之论古者,莫不倾慕三代之治,不知

三代之治实能得共和之神髓而行之者也.”见«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１７２ １７３页.
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见«饮冰室合集»第一册,文集之六,第７２页.
康有为:«孔子改制考»,见«康有为全集»第三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４页.
这是严复翻译的«法意»中的按语,见王栻主编:«严复集»第４册,第９４０页.
«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发表于１９０２年５、６、１０月第８、９、１７号«新民丛报»及１９０４年６月第４９号«新民丛报».



总结说:“这段话在整个近代大放光彩,农民领袖洪秀全把它全文录入«原道醒世训»中,并据此创编

了«天朝田亩制度»;改良派领袖康有为写了«礼运注»和著名的«大同书»,对此大加发挥;革命派领袖

孙中山将此一再引用,并全文抄赠友人;无政府主义者特地写了«礼运大同注».”①其实要论中国现代

思想激进化的根源,恐怕非得追溯到历史观念上的这个巨变不可.
被挪用的另一种来自古代经典的政教理想发明于老、庄,后世不断有继承者,在魏晋时期特别被

嵇康、阮籍、鲍敬言等人所发挥.这个思想典范的特征是,在治世之理想时代上,被回溯至尧舜以前

的羲农时代或更古;在思想实质上,则表现为无君论.如阮籍在«大人先生传»中说:“无君则庶物定,
无臣则万事理.”鲍敬言则说:“囊古之世,无君无臣,穿井而饮,耕田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泛然

不系,恢而自得,不竞不营,无荣无辱.君臣既立,众慝日滋.而欲攘臂乎桎梏之间,愁劳于涂炭

之中.人主忧栗于庙堂之上,百姓煎扰于困苦之中.闲之以礼度,整之以刑罚.是犹辟滔天之源,激
不测之流,塞之以撮壤,障之以指掌也.”②无君论从根本上批判君主制度以及相应的官僚制度,在晚

清自然能够被用来为民权思想张目,但其思想的激进性决定了其更易受到无政府主义者的青睐.如

１９０７年８月１０日在何震主办的«天义»第五卷图画栏刊登了一幅老子像,图下注“中国无政府主义发

明家”,即视老子为无政府主义在中国的发明家.又如,１９０７年１０月３０日«天义»第八、九、十卷合刊

载刘师培«鲍生学术发微»一文,开篇即以“废人治”的无政府主义论定鲍敬言的思想:“中国舍老、庄
而外,学者鲜言废人治.至于魏晋之际,学士大夫多治老、庄家言,而废灭人治之昌言,实以鲍生为

嚆矢.”③

大同、小康与无君,这三种政教理想,分别对应于经典中的尧舜、三代和羲农,虽然旨趣各异,但
从后世的角度来看,三者在反对秦政这一点上是高度一致的,因而在晚清都能发挥批判现实政治的

力量.随着对西方政治思想的进一步引入,对秦政的批判也有了新的把握和表达方式,此即以西方

政治思想传统中的君主专制政体论断秦以来的中国政治.
直接以君主专制来论断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肇始于孟德斯鸠.在«论法

的精神»中,孟德斯鸠将西方古代政治思想传统中的政体分类关联于不同民族社会生活的整体精神,
确立了政体研究的新原则.在他看来,以美德为原则的共和政体和以荣誉为原则的君主政体来自西

方的政治传统,分别代表西方人的古与今,而以恐惧为原则的君主专制政体则来自东方的政治传统.
在分析中国的政治制度时,孟德斯鸠在一定程度上注意到了礼教的特别之处,从而意识到单纯以君

主专制来论断中国的政治制度可能有其不恰当性,但他始终没有放弃这个论断,因而在以“混合政

体”描述中国的政治制度后又说中国“也许是最好的专制国家”④.
孟德斯鸠的这一论断在晚清引入中文思想界后被广泛接受,而将这一论断运用于中国政治制度

史研究的第一个中国学者是梁启超.在«尧舜为中国中央君权滥觞考»一文中,梁启超将人类社会的

政体进化分为野蛮自由时代、贵族帝政时代、君权极盛时代和文明自由时代四个阶段,以最后一个阶

段的“自由民政”为“世界上最神圣荣贵之政体”,而以“君主日益专制”来刻画第三个阶段的君权极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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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月之:«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修订本),第３９页.
葛洪:«抱朴子诘鲍»,«诸子集成»第８册,上海:上海书店,１９８６年,第１９０页.孟子以“无君”批评杨朱,陶渊明所记桃花

源的社会特征是“虽有父子无君臣”,说明杨朱、陶渊明也是无君论的服膺者,对此一主题的分析可参见唐文明:«隐者的生活志向与

儒者的政治关怀———对‹桃花源诗并记›的解读与阐发»,载杨国荣主编:«思想与文化»第１１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年.
另外,«伯牙琴»的作者、生活于宋末元初的邓牧,也是这个政教理想的继承者和发挥者.

万仕国、刘禾校注:«天义衡报»(上),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１１、２４９页.关于无政府主义在中国革命过

程中的重要性及其与后来兴起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思想史关联,可参见[美]阿里夫德里克:«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孙宜学

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
对此一主题的分析,可参见李猛:«孟德斯鸠论礼与“东方专制主义”»,«天津社会科学»２０１３年第１期.李猛揭示了孟德斯

鸠以君主专制论断古代中国政治制度时面临的矛盾和困惑,并通过分析指出,这一现象对于我们重新认识古代中国政治制度有重要

的提示作用.



时代,在将之运用于考察中国政治制度史时则断秦始皇至清乾隆为君权极盛时代①.在«中国专制政

治进化史论»和１９０２年同样发表于«新民丛报»的«论专制政体又百害于君主而无一利»两文中,梁启

超也是从人类社会的政体进化谈起,在论及中国的情况时都明确将秦以来的中国政治归为君主专

制,如在前一文中说:“盖春秋战国间,实封建与郡县过渡时代,而中国数千年来政治界变动最剧之秋

也.有郡县,然后土地、人民直隶于中央政府,而专制之实乃克举.亦惟以如此广漠辽廓之土地,而
悉为郡县以隶于中央政府,则非大行专制不能为功,故自始皇置三十六郡,而专制政体之精神形质,
始具备焉矣.”②

可见,来自西方政治思想传统的君主专制概念在晚清被用来论断秦以来的中国政治制度,从而

发挥了批判现实政治的重要功能,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不过,若说这种论断和相应的批判完全出

于西方人对东方的偏见,又被中国人“自我东方化”地接受而缺乏任何反思,则远非持平之论③.梁启

超在上引两文中多次引用了黄宗羲,也从一个侧面有力地证明了基于古代经典中的政教理想对秦政

的论断与批判实际上在中国古代专制说的诞生和流传过程中起了很大的作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虽然民主政体已然成为梁启超批判秦以来君主专制政治的思想归宿,但在上引后一文中他也诉诸儒

教传统中非常看重的人伦观念来展开批判,当然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该文的主题是专制政体对于君

主的害处:“夫徒以争此区区专制权故,而父子失其爱,兄弟失其亲,母子夫妇失其睦,伯叔甥舅失其

和,乃至素所与栉风沐雨共患难之人,或素所抚摩爱惜受豢养之人,一旦肝胆楚越,倒戈相向,恨不得

互剚刃于腹而始为快.是天下坏伦常、毁天性、灭人道、破秩序之毒物,未有甚于专制政体焉者也.
苟非禽兽,苟非木石,其何忍以此之故.有父而不孝,有子而不慈,有兄弟而不友,有夫妇而不恋,有
朋友而不亲,甚者乃至有身而不自爱也.呜呼! 其亦不思而已.”④

无需多加说明,可以看到,以来自西方政治理论传统中的君主专制政体来论断并批判秦政,一个

重要的思想动力正是基于中国自身政治思想传统对秦政的内在批判.不过,由于两种批判背后的历

史观念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所以其思想归宿也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虽然在话语层面旧典被频频

挪用来说明新轨⑤.以最典型的“大同”说为例,现代以来,大同的话语可谓甚嚣尘上,但新话语中的

大同无论从思想语境还是思想实质看都不再是原来的大同.历史观念的变革彻底改变了原来的评

价标准,特别就儒教传统而言,人伦的价值被大大削弱,尤其是人伦的政治价值,在新的历史观念之

下几乎丧失了任何积极的意义.相应地,对于古代中国政教传统及其结合方式的整体评价也发生了

巨大的变革.仍以梁启超为例,既然君主专制被认为是走向共和之前的一个相邻阶段,那么,基于政

体进化的思想而对君主专制有所肯定就是必然的⑥.对礼教的评价也是如此.即使我们设想,梁启

超充分领会了孟德斯鸠对中国政治的分析并接受了他的看法,从而认为正是礼教使得专制时代的中

国成为全世界最好的专制国家,他也仍会像他在«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中所作的分析那样,认为

除了地理环境因素之外,礼教客观上扮演了维护君主专制的重要角色,甚至认为礼教就是比西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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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一册,文集之六,第２５ ２６页.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一册,文集之九,第６６ ６７页.
近年来将晚清以来中国学者对中国古代专制说的接受归为自我东方化的是侯旭东,参见侯旭东:«中国古代专制说的知识

考古»,«近代史研究»２００８年第４期;对侯旭东的批评文章如黄敏兰:«质疑“中国古代专制说”依据何在? ———与侯旭东先生商榷»,
«近代史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６期.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一册,文集之九,第９７ ９８页.
对于新的思想归宿,梁启超在«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中说得很明确:“１８世纪之学说,其所以开拓心胸,震撼社会,造成今

日政界新现象者,有两大义:一曰平等,二曰自由.吾受其说而醉心焉,曰:其庶几以此大义移植于我祖国,以苏我数千年专制之憔悴

乎?”见«饮冰室合集»第一册,文集之九,第８２页.
如«尧舜为中国中央君权滥觞考»一文最后说:“凡国家必经此四级时代而后完全成立,缺一不可焉.欲使国内无数之小群,

泯其界限,以成一强固完整之大群,非专制不为功也.尧舜之有大造于中国,即在此焉耳.”(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一册,文集之

六,第２７页)就理而论,如果要让一个儒门服膺者认可尧舜之有功于中国在于建立君主专制,这是多么困难也多么错误的一件事啊!



的“有形的专制”、“直接的专制”更难对付、更值得批判的“无形的专制”、“间接的专制”①.

三

摆脱秦以来一直未有根本性改变的君主专制政治,构成了中国走向共和的思想动力.从欧美社

会发展出来的共和主义的“两种具有紧张性的典范”,也同样规定了中国走向共和的两条路线:“一为

激进的民主共和主义,主张建构被治者与统治者的同一性,从而使人民成为唯一可能的主权者;另一

则为宪政共和主义,强调法治观念以及相应的权力分立宪政体制.”②依据这个分析框架,晚清改良派

与革命派的差别,不过是走向共和的两条路线的差别:改良派主宪政共和主义,故而君主制或可保

留,并寄希望于民众的不断开化;革命派则主民主共和主义,故而君主制必须废除,且在激进化的道

路上愈行愈远.有趣的是,基于中国自身政治思想传统对秦政的分析与批判在走向共和的两条路线

的分别与斗争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此处以章太炎在评价黄宗羲时的前后变化为例来说明.
黄宗羲的政治思想在晚清批判君主专制时发挥了重要作用,此不待言.早年的章太炎也是黄宗

羲的景仰者.据说,“太炎”二字即取自“黄太冲”的“太”和“顾炎武”的“炎”.在写作于１８９７年的«兴
浙会序»中,章太炎盛赞黄宗羲说:“有师文成之学,而丁时不淑,功不得成.知君相之道,犹守令与丞

簿,不敢效便嬖臧获之殉身其主,于是比迹箕子,以阐大同.斯虽不足以存明社,而能使异于明者,亦
不得久存其社.乌呼伟欤! 吾未见圣智摹虑如黄太冲者也.”③１８９９年２月１０日章太炎在«台湾日

日新报»发表«书‹原君篇›后»,一开篇即说:“黄太冲发民贵之义,官天下之旨,而曰天子之于辅相,
犹县令之于丞簿,非夐高无等,如天之不可以阶级升也.挽近五洲诸大国,或立民主,或崇宪政,则一

人之尊,日益骞损,而境内日治.太冲发之于二百年之前,而征信于二百年之后,圣夫!”④可见,这个

时期的章太炎不惜以“圣”称赞黄宗羲,且同时从民主与宪政两个方向上理解黄宗羲的先知性洞察.
不过,应当指出,在后来的回忆文字中,章太炎向我们呈现出来的,则是他在景仰黄宗羲的这个

时期的一个思想变化的脉络,也恰恰涉及民主与立宪之间的路线差异与一定程度上的思想张力.在

１９２８年写作的«自定年谱»中“光绪二十三年(１８９７)”条下,章太炎在谈到他与康有为门人的思想分

歧时曾明确以王夫之的«黄书»与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对举:“康氏之门,又多持«明夷待访录».余

常持船山«黄书»相角,以为不去满洲,则改政变法为虚语,宗旨渐分.然康门亦或儳言革命,逾四年

始判殊云.”⑤康门重立宪,太炎重民主,这是双方分歧所在.重立宪者重民权,但不以民主为保障民

权之必由;重民主者必然重立宪,但又以立宪不能使民主真正落实为忧.

１９０７年,章太炎在«民报»发表短文«衡三老»,一改原来对黄宗羲的高度评价,认为黄宗羲写作

«明夷待访录»的意图是“将俟虏之下问”,因而与顾炎武和王夫之完全不能相比⑥.这主要是从气节

方面批评黄宗羲⑦.章太炎对黄宗羲政治思想的强烈批评见于１９１０年发表于«学林»的«非黄»一文,
一开篇即以“靡辩才甚,虽不时用,犹足以偃却世人”评价«明夷待访录».针对黄宗羲提出的“有治法

而后有治人”的观点,章太炎展开批评,认为黄宗羲“听于治法”的论调在实践中难免流于“听于乱

人”.具体来说,学校制度与宰相制度都是黄宗羲阐发出来的三代之法的重要内容,章太炎分别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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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一册,文集之九,第８２页.
萧高彦:«西方共和主义思想史论»,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６年,第７页.
见«章太炎全集»第三辑«太炎文录补编»(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３１页.
见«章太炎全集»第三辑«太炎文录补编»(上),第１１９页.此段文字又见于«訄书冥契».另,在１８９８年«与李鸿章»的信

中,章太炎标举黄宗羲“知君民之分际”.
见«章太炎全集»第三辑«太炎文录补编»(下),第７５５页.
此短文后收入«说林上»,见«章太炎全集»第一辑«太炎文录初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４年,第１１７页.
梁启超曾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为黄宗羲辩护,认为章太炎“俟虏之下问”的批评不合实情,因为«明夷待访录»“成于

康熙元、二年,当时遗老以顺治方殂,光复有日,梨洲正欲为代清而兴者说法耳”.见«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五,第４８页注.



批评,认为这两种制度都是朋党产生的根源①.于是,在历陈听法、尚贤之弊后,他总结说:“举世皆言

法治,员舆之上,列国之数,未有诚以法治者也.宗羲之言,远西之术,好为任法,适以人智乱其步骤.
其足以欺愚人,而不足称于名家之前,明矣!”②

联系同时期的其他文章,我们可以更清晰地看到章太炎何以改变对黄宗羲政治思想的评价.其

实早在１９０８年７月１０日刊载于«民报»第２２号的«王夫之从祀与杨度参机要»一文中,章太炎就将

黄宗羲与王夫之加以对比,以激烈的口吻批评了«明夷待访录»,可以看作是«非黄»一文的先声:

　　衡阳者,民族主义之师;余姚者,立宪政体之师.观«明夷待访录»所持重人民,轻君主,固无

可非议也;至其言有治法无治人者,无过欺世之谈.诚使专重法律,足以为治,既有典常,率履不

越,如商君、武侯之政亦可矣,何因偏隆学校,使诸生得出位而干政治,因以夸世取荣? 此则过任

治人,不任治法,狐埋之而狐掘之,何其自语相违也? 余姚少时,本东林、复社浮竞之徒,知为政

之赖法制,而又不甘寂寞,欲弄技术以自焜耀.今之言立宪者,左持法规之明文,右操运动之秘

术,正与余姚异世同奸矣.③

从这段引文可以更清楚地看到,章太炎“非黄”的背后是对立宪政体的极度不信任,其实质可以

概括为藉民主以批评宪政④.在同样发表于１９０８年«民报»的«代议制然否论»一文中,章太炎以“恢
廓民权”为念,对代议制大加鞭挞,认为代议制是“封建之变相”,“民权不藉代议以伸,而反因之扫

地”⑤.与此相关的是,章太炎从中国古代的官僚制度中看到了“超于尚贤党建者犹远”的因素,且出

于平等思想对秦政作出一定程度的肯定:“古先民平其政者,莫遂于秦.”⑥这当然并不奇怪,因为章太

炎在这里对秦政的肯定与前述梁启超在政体进化论的思想框架内对秦政的肯定其实意思差不多,二
者都是以“恢廓民权”为念,所不同者在于,章太炎因为看到了代议制政治的可能弊端从而走向更为

激进的民主主张,也预示了后来现代中国政治历程中民主压倒宪政的激进道路.

[责任编辑　范学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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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针对学校制度,章氏批评说:“上不关督责之吏,下不遍同列之民,独令诸生横与政事,恃夸者之私见,以议废置,此朋党所以

长.”针对宰相制度,他批评说:“丞相既立,六部承其风指,则职事挠;不承风指,事相挈曳而不能辑.故立相则朋党至,朋党至者,乱
法之阶.”见«章太炎全集»第一辑«太炎文录初编»,第１２５、１２７页.

见«章太炎全集»第一辑«太炎文录初编»,第１２９页.
见«章太炎全集»第三辑«太炎文录补编»(上),第３１５页.
朱维铮将章太炎“非黄”的思想转变关联于章太炎与孙中山之间的政见异趋,见朱维铮:«在晚清思想界的黄宗羲»,«求索真

文明:晚清学术史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６年.
见«章太炎全集»第一辑«太炎文录初编»,第３１１、３１８页.
章太炎:«秦政记»,见«章太炎全集»第一辑«太炎文录初编»,第６４页.


